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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型调节焦点对跨界行为的影响 

——基于工作重塑的视角 

杜鹏程 刘升阳
1
 

（安徽大学 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文章以安徽地区 52个团队共计 208名员工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促进型调节焦点对跨界行为的影响。

结果表明：员工的促进型调节焦点显著正向影响其跨界行为，工作重塑的四个维度（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增加社

会性工作资源、增加挑战性工作需求、减少阻碍工作需求）在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员

工感知到的团队精熟动机氛围能够增强促进型调节焦点对跨界行为的积极影响。研究拓展了员工促进型调节焦点的

影响效应与跨界行为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探索了调节焦点对跨界行为的影响路径和边界条件，为管理者有效调动

员工的跨界行为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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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知识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已经不能仅仅依赖于团队内部的资源，越来越多的组织意识到跨越组织

和团队边界获取资源保证自身生存发展的重要性。自 20世纪 5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关注组织领域的跨边界行为[1]。随着研究的

不断深入和发展，跨界行为逐渐成为组织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从团队和组织层面对跨界行为后效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相当丰

富的成果，如创新[2]和创造力[3]、任务绩效[4]、创新绩效[5-6]、效能[7]等。 

相对于跨界行为的影响后效，对跨界行为前因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8]，学者们也呼吁应当拓宽对跨界行为前因的研究[9]。同

时，目前对跨界行为前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团队层面[10-12],Marrone[13]指出，学术界针对个体层面跨界行为所展开的研究还比较缺

乏，Korschun[14]也认为，跨界员工在团队内外部之间建立关联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本研究着眼于员工层面的跨界行

为，从员工人格特质角度探讨跨界行为的影响前因。 

工作重塑是员工对自我工作的重新设计，作为一种由员工层次向上传递的工作态度，它表达了员工的积极主动性，员工在

工作重塑的过程中能够获得资源以及工作意义。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员工有着追求成就的动机，其可能会主动对工作进行重

塑进而产生跨界行为，因而本研究认为工作重塑可能是促进型调节焦点影响跨界行为的关键中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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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Marrone[13]通过文献回顾发现涉及跨界行为的文献对调节机制的探讨还比较缺乏。徐建中[3]指出，对跨界行为的研究

应当结合与之相匹配的情景因素。团队动机氛围作为一种工作氛围在团队中起着风向标的作用，能够使成员意识到哪些行为将

得到团队的认同和支持，员工对团队的氛围也有其自身的感知，如果员工感知到团队中不同的动机氛围对跨界行为存有不同倾

向，团队成员可能会自发增加跨界行为或者减少跨界行为。因此，本研究认为员工感知到的团队动机氛围可能是员工人格特质

与跨界行为之间的关键调节因素。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调节焦点理论和特质激活理论，构建员工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的研究框架，从工作态度角度探

讨工作重塑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机制，考察员工感知到的动机氛围在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二、研究基础与理论假设 

（一）跨界行为 

跨界行为是由对团队边界的研究而逐渐形成的概念，指的是跨界主体与外部相关方构建联系并持续互动的行为，目的是实

现目标并提高效能
[15]

。因研究视角的不同，跨界行为的维度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例如在团队层面，经由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

查，Ancona[15]将团队层次跨界行为划分为三个维度，即使节行为、协调行为和侦测行为，而 Druskat[16]则将团队跨界分为另外三

个维度，包括联络行为、搜寻行为和劝说行为。而在个体层面，Marrone[17]认为员工个体层面与团队层面跨界行为之间是从属关

系，汇聚到团队层面的个体跨界行为即为团队跨界行为。Bettencourt[18]认为从顾客导向角度出发，一线服务员工跨界行为可分

为三个维度，包括服务传递、外部表征和内部影响。本研究主要采用 Marrone[17]开发的跨界行为测量量表。 

（二）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 

享乐主义认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由其趋乐避苦的目的引发的，长久以来，这一观点一直主导着动机理论。但是享乐主义

没有回答为什么目的都是趋乐避苦，人们的倾向却有所不同，有人追求有所成就，有人却试图规避错误[19]。鉴于此，Higgins[20]

为填补享乐主义无法回答的问题和现象，提出了调节焦点理论。Higgins认为，人们在实现自我目标的过程中表现出两种截然相

反的自我调节倾向，一种称为促进焦点，一种称为防御焦点，不同的调节焦点促使人们在面对机会和风险时做出不同的反应和

倾向。从需求角度而言，具有促进焦点的人着眼于发展需求，注重提升和成长，而具有防御焦点的人着眼于安全需求，注重安

全和稳定；从期望状态而言，促进焦点着眼于理想，试图实现理想自我，注重自我的抱负和愿景，而防御焦点着眼于应该，试

图避免使自己脱离应该自我，注重自我的职责与义务；从关注结果角度而言，促进焦点的目的是获得成就，关注自己是否确有

所获，而防御焦点的目的是规避风险，关注自己是否有所损失
[19]
。同时，Higgins指出，调节焦点是一种长期特质与及时状态并

存的概念，特质性调节焦点主要来源于早期教育，同时也受人格特征影响，而及时状态的调节焦点主要由情景诱发，在注重理

想和获得的情境影响下，员工的促进焦点可能被激活，而在注重安全和职责的情境影响下，则可能会激活防御焦点。 

基于促进型调节焦点的个人拥有追求成就和理想的倾向，本研究认为，促进型调节焦点可能会引发跨界行为。首先，拥有

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员工抱有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动机，致力于达成理想自我，因而他们可能会更加主动地与团队外部人员建立

联系，进而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崔明明[21]也指出，具有自我提升价值观的员工更有可能从事跨界活动；其次，员工在跨界过

程中会承担相应的风险，相较于防御型调节焦点的个体而言，促进型调节焦点的个体倾向于积极面对风险，主动克服困难，实

现有效的跨界行为；最后，拥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个体关注自身收获，在实施跨界行为过程中，个体与外部主体建立联系，获

得来自团队外部的知识与资源，因而拥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个体倾向于实施跨界行为，Jawahar[22]也认为具有主动性人格特质的

个体喜欢挑战现状，倾向于主动采取行动。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 

H1：促进型调节焦点正向影响跨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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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 

传统的工作设计忽略了发挥员工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员工只能刻板地接受由管理者为其安排的职责、任务、权利以及工作

关系，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极大地限制了员工的积极性[23]。鉴于传统的工作设计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而员工在工作过程

中会有选择性地根据自身情况对工作进行一定调整，从而使自己获得劳动报酬之外的工作意义。Wrzesniewski和 Dutton[24]提出

了“工作重塑”的概念，他们认为工作重塑是指员工改变自身工作职责、工作关系和工作认知，从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工作意

义，让工作更加贴合自身实际的自发行为。在工作重塑过程中，员工表达了自下而上地主动改变自我工作的态度。学者 Tims和

Bakker[25]结合工作需求—资源模型，对工作重塑的概念又给了另一定义，即“员工出于在工作中同时满足需求和获得资源目的，

主动根据自身因素对工作所做出的改变”。Tims和 Bakker又重新将工作重塑划分为四个维度，即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减少阻

碍性工作需求、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增加挑战性工作需求。在代表工作重塑的第一个角度——资源角度的两个维度中，增加

结构性工作资源指的是工作的“设计”方面，比如增加自主和发展的机会；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指的是工作的社会方面，比如

寻求团队内部的帮助与反馈。而代表着工作重塑的第二个角度——需求角度的两个维度中，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是指减少阻碍

个人成长、学习和实现目标的压力需求，比如减轻任务负担；增加挑战性工作需求指的是增加促进个人成长和刺激个人实现艰

难目标的需求，比如为自己设立较高任务目标。 

本研究认为，员工进行工作重塑是员工在工作上寻求改变的态度，因此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员工倾向于增加工作重塑，

员工进行工作重塑也会使其增加跨界行为，并且工作重塑可能在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首先，工作资源可以在实现工作目标和刺激个人成长、学习和发展方面发挥作用[26]，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员工追求成就

和理想，因而他们可能会在个人能力与知识上主动寻求突破，并希望他人对自己的表现给予反馈和评价，其表现为主动增加结

构性工作资源以及社会性工作资源；工作资源能够显著增加工作投入
[27]

，随着工作资源的增加，拥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员工倾

向于对工作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而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跨界行为。 

其次，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个人关注晋升，他们愿意并且主动承担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工作任务，即增加挑战性工作需求，

以满足他们获得个人成长和发展的目标。Crawford[28]指出，在挑战性工作需求的刺激下，员工会产生积极的心理状态与应对行

为，并提高自身工作参与度。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员工在面对挑战性工作需求时会激起好胜心，他们会主动运用自己的能力

和技能同外部人员建立联系并获取资源，即表现出更多的跨界行为。 

最后，阻碍性工作需求会损害个人成长，容易引发消极情绪和应对方式[28]，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个人注重个人成长、发

展和工作中的获得，因而会主动寻求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Tims
[29]
认为，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可以保护和提高员工的幸福感，

降低他们的倦怠水平，Petrou[30]等也称阻碍性工作需求与工作投入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出于成长与获得目的，具有促进型调节

焦点的员工可能会主动排除阻碍性工作需求的影响，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以更多地将精力集中于同团队外部人员的联系与互动，

即表现出更多的跨界行为。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 2、假设 3。 

H2a：促进型调节焦点正向影响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 

H2b：促进型调节焦点正向影响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 

H2c：促进型调节焦点正向影响增加挑战性工作需求； 

H2d：促进型调节焦点正向影响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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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a：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正向影响员工跨界行为； 

H3b：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正向影响员工跨界行为； 

H3c：增加挑战性工作需求正向影响员工跨界行为； 

H3d：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正向影响员工跨界行为。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工作重塑在促进型调节焦点对跨界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故提出假设 4。 

H4a：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在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4b：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在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4c：增加挑战性工作需求在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4d：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在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四）团队动机氛围的调节作用 

团队动机氛围源于成就目标理论
[31]

，指的是团队成员对成功和失败评判标准的共同感知，其会影响特定工作环境中员工对

什么有价值和什么期望的看法和理解[32]。Nerstad[32]将团队动机氛围分为两个维度，即精熟动机氛围和绩效动机氛围。团队精熟

动机氛围鼓励团队内部相互学习和掌握技能，认可努力、分享和合作是有价值的；而绩效动机氛围认可成员之间的竞争和比较，

希望通过竞争获取领先于他人的优势。 

特质激活理论指出，人格特质是个人内部一致性、个体间表现不同的倾向，在特定的情景线索下，人格特质可能会被情景

所激活，并出现与特质相一致的行为倾向。员工在工作中对工作氛围有特定的感知，员工感知到不同的动机氛围可能成为特质

激活的线索，继而使员工表现出不同的工作态度和行为。Kopleman[33]指出，动机氛围的差异将会使员工产生关于价值和预期的

不同看法与理解，并且在特定工作情景下员工对成功和失败的认知能准确预测其产出。Tuuli[34]认为工作环境是员工行为的前因，

即在环境的影响下，员工可能会表现出与之相符合的行为。因此，本研究认为，员工感知到的动机氛围在促进型调节焦点对跨

界行为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当员工身处团队精熟动机氛围中，工作环境对学习、互助与分享的认可能够使员工对工作更加投入，当具有促进型调节焦

点的员工感知到团队氛围是精熟动机氛围时，可能会增加自身的跨界行为。首先，处在精熟动机氛围的员工更加关注成就和成

长，因此当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员工感知到精熟动机氛围时，自身的促进焦点会被激活，员工为满足自身的成就需求，可能

会更多地与外部人员建立联系与合作，表现出更多跨界行为；其次，精熟动机氛围鼓励成员之间的合作与相互学习，郝萌[35]指

出处在积极氛围中的成员之间互相尊重和信任，因此当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员工感知到精熟动机氛围时，他较少会有人际顾

虑，从而更加便于进行跨界行为；最后，精熟动机氛围鼓励成员尝试新的知识与技能，当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员工感知到精

熟动机氛围时，可能会更加主动地实施跨界行为以获取外部知识。 

当员工身处团队绩效动机氛围中，工作环境倾向于关注结果与规范，成员之间会自然形成竞争，当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

员工感知到团队氛围是绩效动机氛围时，可能会减少自身的跨界行为。首先，处在绩效动机氛围的员工更加关注“超过同事”[36]，

只有高绩效才是被认可的，当员工感知到团队动机氛围是绩效氛围时，自身的促进焦点同样会被激活，员工出于满足自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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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超过他人的需要，可能会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取得更高的内部工作绩效，从而减少与外部人员的联系；其次，绩效动机氛围

强调成员之间的比较和竞争，成员之间缺乏相互信任[37]，彼此关系比较紧张，甚至可能通过损害同事工作进度的方式以保持自

身的竞争优势
[38]

，因此当员工感知到团队氛围是绩效动机氛围时，这种紧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使员工在工作中存有顾虑，从而

减少跨界行为；最后，绩效动机氛围将员工置于强迫性的社会比较中[39],Cerne[40]指出成员间的相互比较与竞争会降低员工对团

队的认可，员工甚至有可能出现离职行为，刘新梅与陈超[41]也认为在绩效动机氛围影响下，成员会倾向于减少社会活动，因此，

当员工感知到绩效动机氛围时，他可能会减少与外部人员的联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 5。 

H5a：员工感知的精熟动机氛围正向调节促进型调节焦点对跨界行为的积极影响，即精熟动机氛围越强，促进型调节焦点对

跨界行为的积极影响越强； 

H5b：员工感知的绩效动机氛围负向调节促进型调节焦点对跨界行为的积极影响，即绩效动机氛围越强，促进型调节焦点对

跨界行为的积极影响越弱。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构建的假设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假设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安徽地区 12 家公司，以邮寄方式向 52 个团队共计发放 240 份问卷，对回收的问卷按照如下标准进行剔

除：(1)问卷作答有明显的规律；(2)同一团队的有效问卷不足 3份；(3)问卷作答含有缺失值。最终得到 208份有效问卷，有效

回收率为 86.67%。 

在本次研究中，调研公司涉及基础建设服务行业、信息技术服务业、银行与金融业、征信服务行业以及食品与乳制品行业。

其中，来自基础建设服务行业团队占 28%，银行与金融业团队占 28%，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团队占 20%，征信服务行业团队占 13%，

食品与乳制品行业团队占 11%；团队规模为 1～10人占绝大多数（60%),10～20人规模团队占 21%,20～40人规模团队占 9.5%,40

人以上规模团队占 9.5%；从成员个人特征分布上看，女性成员较少占 45.6%，男性成员占多数占 54.4%；成员年龄分段以 26～

35 岁年龄段占多数占 70.5%，其他依次为 25 岁及以下年龄段占 16.2%,36～45岁年龄段占 9.4%,46岁及以上年龄段占 3.9%；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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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以本科学历占绝大多数占 62.5%，其次是硕士及以上占 24.6%，然后是大专及以下占 12.9%；在本团队工作 3 年以内占

绝大多数占 48.8%，其他依次为 3～5年占 26.2%,5年及以上占 25.0%。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测量均采用国外成熟量表，采用标准翻译-回译法以保证翻译后每个题项的准确性，结合中国情景下企业

实况与研究背景，对经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因子载荷不足 0.5的题项进行删除，所有变量的测量均采用 Liker5点记分法，1～5代

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1）促进型调节焦点（PF）。参照 Wallace&Chen
[42]
开发的调节焦点量表，共计 5个题项，包括“在工作中我会完成更多的工

作”“在工作中无论碰到什么困难我都能完成任务”“在工作中我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任务”“在工作中我从事的活

动会让我变得更成功”“在工作中我更加关注我的成就”。该量表的 Cronbach.α为 0.816。 

(2）跨界行为（BS）。参照 Marrone[17]开发的跨界行为量表，共计 4 个题项，包括“我说服团队外部成员（如其他部门、客

户）支持团队的决定”“我与能够为团队提供专业指导和创意的外部人员建立联系”“我为团队争取信息、客户等资源”“我

主动向团队经理寻求建议和支持”。该量表的 Cronbach.α为 0.738。 

(3）工作重塑（JC）。参照 Tims & Bakker[25]开发的工作重塑量表，该量表将工作重塑分为四个子量表，共计 14个题项。 

“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JG）分量表共计 4 个题项，包括“我尝试提高自己的学习、工作能力”“我尝试让自己的工作

更具专业性”等。该分量表的 Cronbach.α为 0.877。 

“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SH）分量表共计 4个题项，包括“工作中我会请上级指导我”“我会主动征求同事的意见”等。

该分量表的 Cronbach.α为 0.706。 

“增加挑战性工作需求”（TZ）分量表共计 4 个题项，包括“我会在手中没有大量工作时充实自己”“当一个有趣的项目

出现时，我会主动作为项目合伙人”等。该分量表的Cronbach.α为 0.747。 

“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ZA）分量表共计 2 个题项，包括“我努力克服工作给自己带来的压力”“我会尽量避免工作使

自己情绪低落”等。该分量表的 Cronbach.α为 0.774。 

(4）团队动机氛围（TMC）。参照 Nerstad[32]开发的团队动机氛围量表，该量表将团队动机氛围分为“精熟动机氛围”和“绩

效动机氛围”两个维度。 

“精熟动机氛围”（MC）分量表共计 6 个题项，包括“在我的部门/团队中，强调每个人的学习和发展”“在我的部门/团

队中，鼓励合作和相互交流知识”等。该分量表的 Cronbach.α为 0.912。 

“绩效动机氛围”（PC）分量表共计 6 个题项，包括“在我的部门/团队中，重要的是要比其他人更好”“在我的部门/团

队中，鼓励员工之间的竞争”等。该分量表的 Cronbach.α为 0.839。 

(5）控制变量。本研究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为控制变量，其中工作年限以月数测量。 

四、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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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源方差检验 

本研究通过员工作答来收集促进型调节焦点、跨界行为、工作重塑的四个子维度、团队精熟动机氛围和团队绩效动机氛围

的数据，这种单一来源和评分者的问卷数据容易产生同源方差偏误[43]。为了避免出现同源方差偏误，第一，本研究采用问卷题

项意义隐匿法，在问卷上隐匿测量变量名称和研究目的，以保证作答者真实的心理感受；第二，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验证

本研究的同源方差偏误，对 8个变量的全部因子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设定公因子数为 1，结果显示单一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3.092%，符合低于 40%的标准。因此本研究的同源方差偏误并不严重。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 Amos23.0软件对全部 8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1所列。本研究以促进型调节焦点、跨界行为、

工作重塑的 4 维度变量、精熟动机氛围和绩效动机氛围 8 个因子构建基准模型；将工作重塑的 4 维度变量合并为一个因子，促

进型调节焦点、跨界行为、精熟动机氛围、绩效动机氛围均为独立因子，构建 5因子模型 1；在 5因子模型 1的基础上，将精熟

动机氛围、绩效动机氛围合并为一个因子，工作重塑的 4 维度变量作为一个因子，促进型调节焦点、跨界行为均为独立因子，

构建 4因子模型 2；在 4因子模型 2的基础上，将工作重塑的 4维度变量合并为一个因子，将精熟动机氛围与绩效动机氛围合并

为一个因子，将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合并为一个因子，构建 3因子模型 3；在 3因子模型 3基础上，将工作重塑的 4维度

变量合并为一个因子，将精熟动机氛围、绩效动机氛围、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合并为一个因子，构建 2因子模型 4；最后

将所有变量合并在一起构建单因子模型 5。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假设的 8 因子模型拟合度最优，χ2=1050.854,df=532，

χ2/df=1.975，小于 2;RMSEA=0.068，小于 0.08;CFI=0.847,TLI=0.829,IFI=0.850。由此可见，本研究变量的区分效度符合要求。 

表 1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标 

模型 因子 χ2 df χ2∕df RMSEA CFI TLI IFI 

基准模型 8 1050.854 532 1.975 0.068 0.847 0.829 0.850 

模型 1 5 1393.794 550 2.534 0.086 0.751 0.731 0.754 

模型 2 4 1823.947 554 3.292 0.105 0.625 0.598 0.630 

模型 3 3 1976.592 557 3.549 0.111 0.581 0.553 0.586 

模型 4 2 2241.983 559 4.011 0.123 0.504 0.472 0.509 

模型 5 1 2674.949 560 4.777 0.134 0.376 0.337 0.383 

 

（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系数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 2所列。由表 2可知，员工促进型调节焦点与其跨界行为显著正相关（r=0.343,p<0.01）；

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r=0.216,p<0.01）、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r=0.309,p<0.01）、增加挑战性工作需求（r=0.407,p<0.01）、

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r=0.309,p<0.01）均与跨界行为显著正相关。促进型调节焦点与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r=0.223,p<0.01）、

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r=0.295,p<0.01）、增加挑战性工作需求（r=0.381,p<0.01）、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r=0.263,p<0.01）

均显著正相关。促进型调节焦点与精熟动机氛围显著正相关（r=0.338,p<0.01），但促进型调节焦点与绩效动机氛围的相关性系

数不显著（r=0.048,n.s.）。以上结果初步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 

表 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系数（N=208)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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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717 0.491 1        

2 3.870 0.521 0.343** 1       

3 4.173 0.483 0.223** 0.216** 1      

4 3.900 0.470 0.295** 0.309** 0.384** 1     

5 3.870 0.517 0.381** 0.407** 0.463** 0.600** 1    

6 3.921 0.510 0.263** 0.309** 0.230** 0.316** 0.375** 1   

7 3.919 0.538 0.338** 0.390** 0.156* 0.279** 0.356** 0.373** 1  

8 3.123 0.634 0.048 0.113 -0.004 -0.055 -0.036 -0.068 0.043 1 

 

注：*为 p<0.05，**为 p<0.01，***为 p<0.001，下同；1 为促进型调节焦点，2 为跨界行为，3 为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4

为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5为增加挑战性工作要求，6为减少阻碍性工作要求，7为精熟动机氛围，8为绩效动机氛围。 

（四）假设检验 

本研究借助 SPSS23.0软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各变量之间关系，回归结果见表 3、表 4所列。 

表 3主效应及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BS JG SH TZ ZA 

M1 M2 M3 M4 M5 M6 M, M8 M9 M10 

性别 -0.110 -0.110 -0.116 -0.116 -0.120 -0.096 0.038 0.024 0.030 -0.057 

年龄 -0.033 0.043 0.049 0.046 0.062 0.061 -0.038 -0.012 -0.057 -0.074 

工作年限 0.105 0.040 0.043 0.061 0.039 0.058 -0.017 -0.088 -0.002 -0.074 

受教育程度 0.005 -0.031 -0.018 -0.034 -0.029 -0.021 -0.082 0.015 -0.006 -0.040 

JG   0.155*        

SH    0.243***       

TZ     0.334***      

ZA      0.245***     

PF  0.347*** 0.312*** 0.275*** 0.221** 0.283*** 0.227** 0.295*** 0.377*** 0.261*** 

R2 0.021 0.137 0.171 0.191 0.226 0.192 0.061 0.097 0.149 0.092 

ΔR2 0.021 0.116 0.046 0.054 0.089 0.055 0.050 0.084 0.138 0.066 

F 1.073 6.443*** 6.383*** 7.891*** 10.126*** 7.953*** 2.632* 4.364** 7.097*** 4.088** 

 

注：PF 为促进型调节焦点，BS 为跨界行为，JG 为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SH 为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TZ 为增加挑战性工作

需求，ZA为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下同。 

表 4团队动机氛围的调节作用 

变量 
BS 

M1 M2 M3 M4 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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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0.110 -0.074 -0.081 -0.110 -0.101 

年龄 0.043 0.110 0.105 0.046 0.045 

工作年限 0.040 0.028 0.040 0.025 0.025 

受教育程度 -0.031 -0.016 -0.022 -0.025 -0.021 

PF 0.347*** 0.242** 0.251*** 0.343*** 0.350 

MC  0.325*** 0.277***   

PC    0.087 0.108 

PF×MC   0.131*   

PF×PC     -0.074 

R2 0.137 0.226 0.241 0.145 0.150 

ΔR2 0.116 0.089 0.015 0.008 0.005 

F 6.433*** 9.764*** 9.060*** 5.667*** 5.025*** 

 

1.主效应检验 

模型 1 首先将控制变量对跨界行为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控制变量对跨界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模型 2 将促进型调节焦点对

跨界行为进行回归以验证主效应，就方差变异而言，模型 2 相较于模型 1 多解释了 11.6%的变异量，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β=0.347(p<0.001），表明促进型调节焦点显著正向影响跨界行为，H1得到支持。 

2.中介效应检验 

工作重塑四个子维度变量的中介作用见表 3所列。如前所述，促进型调节焦点显著正向影响跨界行为。结合模型 7-10可知，

促进型调节焦点显著正向影响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β=0.227,p<0.01）、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β=0.295,p<0.001）、增加挑战

性工作需求（β=0.377,p<0.001）、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β=0.261,p<0.001),H2a、H2b、H2c、H2d得到验证；由模型 3-6可知，

将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增加挑战性工作需求、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分别引入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

为的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出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β=0.155,p<0.05）、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β=0.243,p<0.001）、增加挑战性

工作需求（β=0.334,p<0.001）、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β=0.245,p<0.001）均显著正向影响跨界行为，H3a、H3b、H3c、H3d得

到验证；且促进型调节焦点对跨界行为的标准化影响系数由 β=0.347(p<0.001）分别降为 β=0.312(p<0.001）、

β=0.275(p<0.001）、β=0.221(p<0.01）、β=0.283(p<0.001），表明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增加挑战性

工作需求、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均在促进型调节焦点对员工跨界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 H4a、H4b、H4c、H4d得到

支持。 

3.调节效应检验 

首先将促进型调节焦点、精熟动机氛围、绩效动机氛围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两两相乘得到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

项。精熟动机氛围、绩效动机氛围的调节作用见表 4 所列。由模型 3 可知，促进型调节焦点与精熟动机氛围的交互项标准化系

数β=0.131(p<0.05），且模型 3比模型 2多解释了 1.5%的方差变异量，表明精熟动机氛围在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之间起

正向调节作用，H5a得到验证。 

由模型 5可知，精熟动机氛围在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β=-0.074,ns),H5b在本研究中没有得

到验证。本研究认为可能的原因有：(1)受数据样本以及统计误差等因素的影响，绩效动机氛围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数据上的验

证；(2)绩效动机氛围鼓励成员之间的竞争，鼓励获得高于他人的绩效，当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员工感知到绩效动机氛围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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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竞争目的可能并不会显著减少跨界行为。 

为了更加直观地表现精熟动机氛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高于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标准将调节变量精熟动机氛围进行

分组，绘制在不同水平团队精熟动机氛围影响下，促进型调节焦点对跨界行为的影响差异，调节效应图如图 2所示。 

 

图 2员工感知的精熟动机氛围的调节作用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结论具体如下：(1)促进型调节焦点显著正向影响员工跨界行为，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员工会选择主动进行跨界

行为；(2)工作重塑的四个维度（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增加挑战性工作需求、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均

显著正向影响员工跨界行为，且均在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员工

倾向于增加工作资源（包括结构性与社会性），同时有意识地增加挑战性工作需求，并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进而实行更多的跨

界行为；(3)精熟动机氛围在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团队越是倡导学习合作的精熟动机氛围，成员越

是倾向于增加自身的跨界行为，而绩效动机氛围在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具体如下：第一，拓宽了关于个体跨界行为前因的研究。以往研究着重探索了跨界行为的影响后效，而

对跨界前因研究相对较少，且集中于团队层面。本研究回应了学术界关于加强对个体层面跨界行为前因研究的号召，基于调节

焦点理论，验证了促进型调节焦点对跨界行为的影响，拓宽对个体层面跨界行为前因的研究。第二，发现了促进型调节焦点与

跨界行为之间的关键中介路径。研究表明工作重塑的四个维度均对跨界行为有积极影响，且在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之间

起中介作用，初步探索了促进型调节焦点对跨界行为影响的路径，具备一定的创新性。第三，拓宽了影响跨界行为的边界条件。

基于特质激活理论，验证了精熟动机氛围在促进型调节焦点与跨界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响应了 Marrone 等学者加强对跨界行

为调节机制研究的号召。 

（三）管理启示 

本研究发现，员工的促进型调节焦点显著正向影响其跨界行为，且工作重塑是这一影响过程的关键路径，并受到团队精熟

动机氛围的调节。这对于管理者通过个人特质挑选员工与外界进行沟通与交流，加强组织同外界的联系具有积极的管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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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员工追求成就和成长，倾向于主动改变自己的工作，实施跨界行为，这意味着管理者在选择

员工与外部建立联系时，应当考虑到员工的个人因素，做到“人尽其用”，选择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员工可能会更便于产生

跨界行为。 

第二，员工在与外部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可能会倾向于主动调整自己的工作，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员工在工作重塑方面可

能会更加积极主动，他们倾向于调整自己的工作从而便于从外界获取工作资源，满足自身工作需求并减少工作阻碍。这意味着

管理者应当充分考虑员工自身对于工作的控制欲，鼓励员工按照自身的需求对工作进行调整，这有助于激发员工工作热情，便

于产生跨界行为。 

第三，管理者应当注重构建健康的团队氛围，提倡成员间彼此配合、共享与交流，这有利于员工感受到来自团队、上级以

及同事的支持，从而激发员工的促进型调节焦点，促进跨界行为的产生。 

（四）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如下：第一，数据的收集均在同一时间点完成，横截面数据无法体现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员工产生跨

界行为的动态过程，未来可尝试在多个时点收集数据，探究其动态关系；第二，已有研究表明，组织、团队等多方面因素均会

对跨界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未来研究可控制这些因素以检验促进型调节焦点对跨界行为的独特影响力；第三，对于跨界

行为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事实上，员工所在团队始终影响着员工的行为与倾向，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团队因素对员工跨

界行为的跨层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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